PAGE  
10

家，自我之象徵
誠品好讀，91.11， 第27期，第42-44頁

當我們談到「家」的時候，其實它可能指涉三個不同的概念，分別是house（住屋/住宅）、family（家庭）與home（家）。「我的家非常的寬敞」、「今天晚上不回家」指的是house；「我家有四口人」指的是family；而「我有一個溫暖的家」則指的是home。住屋是一個物理空間，我們可以談論它的坪數、通風採光、格局配置等特質，但是它必須要經由持續個人化、經營與情感的投入才有可能成為家。家包含了我們賦予空間的心理、社會與文化意義。所以金錢可以買到住屋，卻無法買到一個家。然而我們稱為家的地方，儘管通常指的是住屋，但它也可能是一間研究室、一個小公園、城市、或國家。當然過度強調住宅與家的區別也有問題，當我們說「台北不是我的家」、「走訪美國，朋友的款待讓我有回家的感覺」的時候，家可能只是一個比喻而已。我們需要花心思探討的是住宅如何成為家。家可能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它可能幫助人的成長，也可能威脅人的基本生存。至於家庭則指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因婚姻、血統或收養關係而構成的團體。家庭如果沒有共同居住在同一個地方，則家的意義與功能可能會逐漸喪失。不過即使住在同一個住屋中，不同的性別、性傾向，以及位於不同權力位階的家庭成員，他們對於家的感覺也仍不同。


台灣的社會科學界對於家的研究，集中在family與house，卻很少出現關於home的研究。家庭學或家庭社會學的研究主題涵蓋家庭制度、婚姻、夫妻關係、親子關係、婦女就業與家庭、家務分工、家庭危機等，但是幾乎不談住屋空間與上述主題的交互影響關係為何。而人類學則研究親屬制度與住屋形式，卻又鮮少探討家的經驗與意義。


家的研究在國外受到許多學科（如建築、歷史、社會學、人類學），尤其是環境心理學的重視。其原因有：（1）在不同的社會中，住屋的形式與聚居狀況容或有所不同，但是家幾乎是普遍性的。（2）家可以說是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場所，它不只提供物理的舒適，也是生存所必需。（3）家是心理意義發展的中心。個人在家中發展自我認同、學習人際界線的界定；而家庭成員則透過家聯繫彼此，再與社會結合。因此家可以說是心理與文化過程的核心。

住屋乃自我之象徵


Marc（1977）指出嬰兒在母親的子宮裡太舒服了，以至於他不想離開它，並且在出生之後就努力想再回到子宮裡，因此他蓋房子。房子的形式已經藏在人的內在。與其他世界隔離的非洲人，仍保有最原始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兒童所畫的房子就傳達他們內在的聲音。當兒童畫房子的時候，他並沒有參考外界的模型。那個房子大致上是對稱的、輪廓並不清楚、基礎差不多是圓形的，其實它就是子宮。當人們建造一間房子時，他就是在創造一個和平、平靜和安全的領域，它是母親子宮的複製。從那裡我們離開世界去傾聽我們內在的韻律，並且創造一個屬於我們自己、免於危險的安全地方。當我們跨過門檻進入屋子，把門從我們後面關上時，我們就可以和自己成為一體。


Cooper（1974）採用容格（Jung）的理論架構以解釋住宅的象徵作用，即普遍的集體潛意識聯結人們及其原初，而原型--心理能量的節點--必須藉著象徵向外表現。Cooper指出住宅是自我的基本象徵。她引用社會科學文獻、文學、詩與夢的分析，以說明居室反映了人們如何正視自己為一個獨立個人以及其與外在世界的關係。Cooper視家為心理的延伸，經由和物質世界的親密關係，使得人格能夠成熟地成長。


但是如果住宅裡住的是房客、沒有關係的人群、僕人或定期來訪的客人，那又如何？它是誰的自我象徵？大多數人並沒有自己建造房子。房屋做為一種商品，而且可能已經由陌生人住過幾年，如何能傳達此種象徵？（Saegert, 1985）此外，住宅不只象徵自我為一獨特的人，也象徵團體認同（Pratt, 1982）。而Cooper有關獨立住宅（single house）做為一普遍、不變的象徵形式的論證則只是靜態的描述，忽略了地產商與政府政策在形塑獨立住宅市場所扮演的角色。

住屋作為社會表徵


Chapin（1935）嘗試利用四個尺度以決定人們的社經地位：文化設備、有效收入、物質資產以及社區活動的參與。他發現只要知道客廳裡的設備與東西就足以判斷一個人的社經地位。然此一分析只顯示客廳的東西與其他指標的相關度，但是以之做為社經地位的指標則落入了定義的循環（Baudrillard, 1981）。


假設客廳反應了人們社會認同的表現，許多研究者（如Amaturo, Costagliola, & Ragone, 1987; Bonnes, Giuiliani, Amoni, & Bernard, 1987; Duncan & Duncan, 1976; Laumann & House, 1970; Pratt, 1982; Weisner & Weibel, 1981）沿用Veblen（1899）的「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以及Goffman（1959）的「前台」（front region）的概念，以研究客廳陳設與社會地位的關係。他們除了關心社經地位的指標，也探討居民的社會與政治態度（Laumann & House, 1970）；他們不只調查居民客廳陳設的清單，也探討其式樣（Laumann & House, 1970）、佈置方式與維護（Amaturo, Costagliola, & Ragone, 1987）。但是由於他們沒有考慮權力結構的社會過程，因此無論其實證之統計關係如何的精密都無法給予我們一幅階層社會的圖像（Baudrillard, 1981）。


Duncan與Duncan（1976）探討不同性質的社會地位以及表達社會地位的不同管道與方式。他們比較美國波士頓與印度二地區的傳統與新興社會菁英的家庭消費模式，並且利用社會網絡的可穿透性（impermeability）以解釋此二團體的差別。傳統菁英將錢花在社交活動以表達其社會身份。他們有一個極為緊密的社會網絡，因此可以依賴口語以維持其聲譽。但是新興菁英處於較鬆散的社會網絡，因此需要較持久可見的證據，例如住宅與裝潢，以重複地向不同的觀眾展示自己的地位，而不致耗盡其資源。


這些研究代表了社會科學裡的一支傳統，認為在現代消費社會裡，表現社會地位是住宅與物的主要意義。然而McCracken（1987）發現許多現代北美的中產家庭，利用物以營造家的感覺（homeyness），做為對抗地位競爭的堡壘。這個居家環境給予人們凝結與滿足感，並使人們遠離對於權勢的永無止境的追求。他對於重複（reiteration）的詮釋對照於Baudrillard（1981）對於重複（redundancy）的分析也深具啟發性。Baudrillard將物視為符號，強調物的系統。也就是在符號系統裡的符號之間的關係才是重要的。他並不否認物的物質經驗的存在，但是在他的理論中並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Baudrillard認為擁有物的過度使用，例如餐桌上蓋上桌布，而桌布上又蓋了一層透明塑膠布來保護，這傳達了階級的文化品味。但是McCracken卻認為重複性是創造家的感覺的方式。大量的照片、壁飾、書籍，以及圍繞擁抱的重複動作，包括外牆上的長春藤、外牆、伸出的屋簷、書牆、記憶牆、環繞的家具，以及圍繞的家人，共同創造了家中包被圍繞的甜蜜溫暖感覺。


畢恆達（1996）針對台北都會區中產家庭的研究，則發現許多受訪案例中，太太希望客廳就像個「兒童遊戲場」或「可以在其中喝茶與聊天的和室」，而先生則仍偏好水晶吊燈與進口皮沙發，認為客廳如果不夠氣派可能有失面子。也就是說，婦女把家視為家人共享的空間，重視小孩的發展、活動空間，以及家人情感交流的機會；然而男性則將住宅視為物理空間、較重視家做為對外展示的場所。對於男同志伴侶而言，家與客廳則又可能有了不同的意義。處在一個同性戀污名的社會中，同居仍然是一件極為私密的事情，不僅要向社區鄰居隱藏同居的事實，住宅也盡量不要向不知其性傾向的親友開放（畢恆達、吳昱廷，2000）。因此，還在「衣櫃」（即尚未現身）中的同志伴侶，就不會歡迎親友的拜訪。結果客廳做為社會地位展示場所的象徵意義就顯得不重要了，甚至是否還需要客廳這樣的空間也存疑。例如有對男同志伴侶在原屬於「客廳」的空間擺上大長桌與書櫃，看不到傳統客廳中常見的沙發與電視，這邊是他們看書、聊天與工作的地方。也有男同志伴侶在客廳裡擺放做愛用的保險套與潤滑劑，使客廳成為伴侶親密的情慾空間，徹底顛覆了客廳的傳統空間意義。

家是一種詩意的棲居


海德格（Heidegger, 1971）的存有學為環境研究開啟了新的方向。他認為棲居（dwelling）的本質為，人照料滋育大地中自行生長的生物，並築造不能自行生長的物，亦即讓家屋與周遭之物各適其所，並讓人自由的寓居其中。人文學者段義孚（Tuan, 1977）則運用具體的日常生活經驗來描述人與其家園環境的關係。雖然缺少傑出建築物與歷史的魅力，又缺乏高度意象性的形貌，但是我們卻能夠在家這如此小而熟悉的世界中，體驗無窮複雜豐富的日常生活。家的所在和每天的生活讓人覺得實在（real）。而實在感涉入我們的整個存有與各種感覺。


魯凱族的奧威尼在十餘年前辭去平地的工作，回到舊好茶重建自己的傳統石板屋老家。家對他而言，除了是活著的家人與故去的親人與祖先形骸的棲身之所，也是靈魂的歸宿。每天例行的打掃家屋、修水管、撿木材生火炊食與取暖等活動，照料了家屋，也讓他得以自在地進行寫作。而屋外的植物是季節變化的指標，也是人與自然天候相處的訊息來源。「就按照花開的訊息…不是讓手錶來統治我們」（王應棠，2000）。石板屋頂和石牆可以阻擋暴風雨和驕陽。由於整座家屋均以乾砌築成，石牆及屋頂均有縫隙，通風良好又可防止雨水入侵，在屋內生火時還會從石板縫中排煙，因此奧威尼說石板屋是會呼吸的房子。主柱和後牆的小龕是留給神聖事物的，中央石板下則為祖先及死去親人的安歇之地。生活在屋內的家人則從出生時與父母睡在後室，到青少年時移至前室，結婚繼承家屋後回到後室，老年時則睡在中室靠近灶而較為溫暖之處。於是一座石板屋為住在同一屋內的幾代人設計了各有特色的空間與時間的旅程，同時也為神靈與聖物安排了適當的位置。

家的意義的性別差異


在社會科學與地理學的領域裡，一個充滿意義、讓人感覺安全與依戀的地點，一直是理論家所追求的理想空間，而家通常是他們所嚮往的（如Bachelard, 1969; Relph, 1976）。建築與環境心理學家也不斷地強調住宅的私人（private）本質。「家是危險世界裡的安全堡壘、沒有懷疑的確定地點、陌生世界裡的熟悉的地方、世俗世界中的神聖地點。」（Dovey, 1985, p. 45）「家是都市生活的洶湧波濤中的天堂。它包容我們所熟悉的，是我們覺得最舒適的地方，也是我們最知道什麼事情會發生的地方。」（Appleyard, 1979, p. 4）然而男性的研究者，經常忽略了婦女在創造家與社區的地點感與歸屬感時，所付出的精神與勞力。Schott（1991）質疑高達美用「在家」（at home）做為理解我們與語言傳統之間關係的隱喻。因為重要的不只是在家，我們還要問這個家是在那裡，而又有那些歷史被消音以保護這個家。家一方面是婦女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婦女成長的機會。對於男人而言，家可能是白天辛苦工作之後，晚上回來休息的地方；然而家卻是婦女家務勞動的場所。


Hayward（1975）有關「家的意義」的研究發現女人較常將家視為自我認同的表達。對婦女而言，家的意義在於重要的社會關係；家同時也是一個個人化（personalization）的場所。而男人則較常將家視為一個物理空間（physical space），並將家的意義與童年連結。亦即在離開以家為中心的童年生活後，男人較難與家有感情的黏結。尤其是在外工作，而不分擔家事的男人。


其他英美的性別論述中有關住宅空間的討論，有許多集中於「郊區」的問題（Peterson, 1987）。由於工作、休閒場所與住宅在空間上的隔離，加上大眾運輸的不便與鄰里公共設施的缺乏，婦女面臨了社會隔離、知識停滯、缺少工作機會與生活無聊的處境（Saegert & Winkel, 1980）。婦女認為郊區住宅對於小孩來講是一個比較健康的成長環境、是丈夫休息的地點、財物的投資以及社會地位的來源；但是它同時代表犧牲了都市所帶來的刺激、社會關係和獨立。郊區更加強了公共與私密的區分，女人屬於私密的家務領域，男人則屬於公共的生產領域。


家事是女人的責任，許多男人和女人都如此認為。然而全年無休的家務勞動犧牲婦女自己的休閒時間、阻礙婦女的職業生涯、限制婦女的外出自由，也給婦女的生活帶來莫大的壓力。在女性意識不斷覺醒時，儘管男性的價值觀並未受到太大的影響，仍然不願分擔家事的責任，但是家庭中家事要求的標準已經可能降低或者增加外食的比例等，以減輕婦女的家務勞動負擔。一位家庭主婦與女兒離開家到旅館居住，每天早上起床不必摺棉被、吃完飯不必洗碗、晚上母女坐在床上談心，她說她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覺（Abraham, Danielson, Eberle, Green, Rosenberg, & Stoner, 1991）。


父系社會的財產繼承，是一個以男性為主軸的財產流通系統。兒子做為父親財產的優先繼承者，而女兒只是暫時居住在家中，一旦到達適婚年齡，就等著嫁入另一個男人的家。在父系家庭制度之下，住宅空間的分配與使用成為服務父權的機制。男性充分享有休閒娛樂與閱讀充實的空間，男方父母理所當然可以進入家庭；然而女人在家裡卻找不到獨處、做自己的事的地方。家事由女人來負擔，住宅內的家務勞動空間卻始終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女人的空間」的命名、廚房與客廳等空間的重新設計，或者可以提昇家務工作的空間品質，並挑戰現有的男性價值觀，將婦女從家務勞動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家做為壓迫與抵抗的場所


有越來越多的女性研究者指出，對於女性而言，這些日常生活的空間經常充滿了痛苦的故事。家可能不是安全的地方，而是壓力的來源。有些婦女必須在情緒、認知與行為方面，遠離那些與創傷連結的生活空間。而長期的受害者，可能持續地搬家或壓抑童年空間的記憶。有的則由於沒有能力離開家而覺得無助（Rubinstein, 1993）。根據一項美國的研究顯示，住到公立收容所的女性遊民中有40%是被毆妻子，而其中的三分之二則經歷了家庭的解體（Sullivan & Damrosch, 1987）。而吳瑾嫣（2000）有關台灣女性遊民的研究也顯示，婚姻關係中的伴侶身體虐待、性虐待與精神虐待所造成的傷害是促使她們離家或離開伴侶的主要原因。女性遊民離家的生命歷程揭示了父權家庭意識形態的壓迫所在。我們往往視家為情感滋潤之處，忽略了背後的不平等權力關係，因而陷入了甜蜜家庭的幻滅之中。胡幼慧（1995）也指出三代同堂的迷思與陷阱。三代同堂中的三代指的其實是「父系三代」，而三代同堂的語言更模糊了社會變遷下多樣的老人居住方式以及各種照顧作伴的空間組合。她更進一步指出三代同堂的政策仍然框架在私化照護的層面、讓執行孝道的主要人物「媳婦」銷聲匿跡、加強重男輕女的理性表現、使兒女盡孝呈現層層障礙、貶抑了西方公共福利政策，同時也延誤了民眾爭取社會福利的集體政治力量的產生。


雖然家是個人自我認同表達的媒介，但是事實上從照片到唱片都傳達了異性戀認同，而遮蔽了家庭成員中的同志認同。因此家中的同性戀者並不覺得有家的感覺。住在原生家庭中的男女同志，在父母的凝視下，無法展現其同性戀認同，一方面要將同志書籍與影帶藏好，一方面也不敢將同性伴侶帶至家中。當然在一個嚴密的異性戀監控系統中，同志仍然有突破其限制的可能。他們可以使用同志內部溝通（也就是模稜兩可）的語彙來傳達自己的同志認同，例如芭芭拉史翠珊、王菲或黃鶯鶯的CD、一個紫色的相框，或是在窗戶玻璃上黏貼粉紅色倒三角（既是逃生出口標誌又是同性戀記號），來享受歪讀的樂趣。在異性戀者的面前，這些只是個人興趣的展現，並無特殊的意義；但是在同性戀友人的眼中，卻是溝通同志社群認同感的媒介，同時也滿足了個人展現自我的需求（畢恆達、吳昱廷，2000）。


當前的住宅市場提供了大量以核心家庭與三代同堂家庭為訴求的住宅空間，在一成不變的空間格局中，忽略了另類家庭的空間需求。不婚同居、單身女人、單親家庭、同性戀家庭等。異於傳統父權家庭的「另類家庭」，一直被視為是不穩定的、難以維持的、暫時性的居住關係，因此，也就得不到建築專業與房地產市場的關注。且讓我們破除父權家庭意識形態、創造各種不同組合的居住空間、在家中創造女人的空間、顛覆原有客廳廚房的意義、重新調整家務分工，讓「家」有更為開放而多樣的可能。

家的失落


家不只是一個居住的空間，也提供我們時間上的認同。在家裡，一切東西與空間的安排都是非常熟悉的，日復一日的處身於這個環境之中，它變成是理所當然無庸置疑的。Seamon（1979）指出空間變成是一個植基於身體之中的前反思行動的場域（field of pre-reflective actions）。即使是深夜裡沒有燈光，我們還是可以用身體去感覺環境，知道家俱所在的位置，在房間裡行走。每天晚上我們事情做到一半沒有完成，我們知道明天早上起床之後，就可以繼續，不必一切從頭再來。離開家到一個陌生環境裡，我們要時時提高警覺、要去適應環境，可是在家裡我們可以放鬆、感到安全與連續性。家也提供一個穩定的基礎讓我們可以安排未來。它不只是個人自我認同的再現，也孕育了認同成長的環境。自我認同的成長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不是靜態自我意象的反映；它需要一個允許現在與未來、經驗與想像互動的可能。知道我們可以安居在一個地方而又有可能改變它，讓我們可以建立未來的夢想（Dovey， 1985）。所以人與家的黏結也不是靜態的存在，它是一個過程；透過不斷發展的事件，我們維繫了與環境的關係。變換家俱的位置或者重新裝潢，改變了環境，但是仍然維持甚至可能加強了我們與家的黏結。如果人們無法改變環境來支持其所慾望的認同或目標，則這個黏結就可能消退。但是如果環境受到外界力量的衝擊或破壞，以致於居住者必須花費非常大的心力去維持其生命的連續與穩定，則個人的認同也可能受到傷害（Brown & Perkins，1992）。


Korosec-Serfaty與Bolitt（1986）研究居家遭小偷的經驗，指出遭竊之後，家作為一個堅強提供保護的象徵意義被摧毀了。房子的意象改變了，它本來要保護人，現在卻成為人要加以保護的對象。而小偷破壞了大門做為住宅內外、公私的界線，讓居民彷彿赤裸著身體受到陌生人的凝視。被偷竊的事實顯示不只是財產受害，財產所有人也受害，而父母在兒女眼中成為一個受害者。受害者覺得自己是沒有能力的、質疑自我掌控生活事件的能力、進而影響自我認同。住宅原來是父母角色展現的主要場所，偷竊尤其讓人對自己做為父母的權威感到懷疑。

住屋的擁有權提供了建構家的可能，不再需要寄人籬下、不再需要短期搬遷，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布置住宅、並且給家庭成員穩定感，成為籌畫未來的基地。但是突來的環境災害，不僅破壞了住宅空間本身，也讓有些人追求自有住宅的神話破滅。一位民生別墅輻射屋的居民說：「我一看到那根柱子，就知道這是輻射鋼筋，它不必寫字。...我坐在這邊看電視，心裡想到這根柱子…想到我老婆...覺得好恨，好想把那根柱子敲掉。」（畢恆達、郭一勤，1999）美國一個地下水污染社區的住戶，就經常在星期假日外出，以免在家望水興嘆，徒增焦慮。他們甚至幻想當他們回家的時候，最好房子已經被火燒掉了（Edelstein，1988）。一位住在埔里的朋友在921地震後原來居住的大樓究竟能不能整修還是要拆除重建一直懸而未決，因而無法規劃自己的生活，她覺得「有的時候希望房子乾脆倒了算了」。這些實例顯示人與住宅之間原有的地點黏結隨著災害而失去，並且轉化成為一種人與住宅疏離的關係。


然而對於民生別墅的居民而言，由於輻射的介入，使得家由原本的「避難所」、保衛家人生活與安全的地方，變成是家人要為之抵抗、保護的對象（Brown & Perkins， 1992）。林肯大郡的居民也表示：「我昨天還做惡夢，夢見我家的窗戶掉下來，我用手扶著窗戶。」一個原本日常最親密的生活空間，變成一個讓居民想要逃避卻又是不得不面對的地方。回家不再是期待。家變成是一個想逃離的地方。出去不再有目的，只是為了要出去。

Bachelard（1969）曾經用森林裡的小屋作為家的原型，即使狂風暴雨來臨，小屋也跟著顫抖，但是屋裡的人知道在屋裡他就是安全的。遮風避雨本來是住屋最基本的功能，然而對於林肯大郡或是民生別墅的部分居民而言卻連這個功能也受到威脅。颱風來了，政府或親友可能會告訴你最好待在家裡不要出門，因為外面很危險，而家裡是安全的。但是林肯大郡的居民在颱風來臨前卻要趕快「跑到人家家裡逃難」。我們常說家是避風港，這裡指的不只是家提供了物理環境的安全，它也是外在險惡的社會環境中一個安全的堡壘，一個可以與親人共享感情的場所。林肯大郡的居民則覺得無法自外於危險的情境。一位居民從外面回家，她表示她是：「剛從北投坐計程車回來，從陳進興的懷抱逃到林肯大郡的懷抱。」由於鑑定報告無法給居民確定安全的訊息，加上居民從日常生活環境中的觀察（例如日益擴大的牆壁裂縫、雨後地面不斷湧出的水），導致家不但無法保障人的生命安全，反而是危險的來源。「我每天晚上都做惡夢，夢到從懸崖摔下去。」「發生事情後的兩個禮拜內，我們都是穿好衣服睡覺，隨時準備逃難。」

家不再是一個安全而溫暖的地方，而是一個你想逃離的空間。因為「你出去就感覺很好，你一回來感覺就壓力很重。」「以前家是最安全的地方，我都和孩子說，沒事不要在外面晃，回家最安全。現在家變成最危險的地方。」一位民生別墅的住戶則形容：「以前出去玩，是為了出去『玩』；現在出去玩，是為了『出去』」（畢恆達，2000）。

余德慧（2001）指出殘破家園必然涉及移位。正如雖然我們不歡迎病痛，但一旦疾病來造訪我們，我們可以由身體症狀信息中，理解健康問題之外，可能另有深意。容格曾說：「眾神通過疾病來造訪我們」（Northrup, 2000, 序p. 5）。經歷疾病是痛苦的，但能讓我們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重新意識生命的可貴。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居民除了「站在舊有的基礎悼念殘破」之外，也還在追尋一個充滿安全、遮蔽、控制感、認同與親密感的家，尤其是有的男人更加的努力賺錢、期待有事業的第二春好讓家人能夠趕快擁有一個新的安全的家。當然也有人處在矛盾之中，既期待自有住宅的踏實，又深怕它成為負債。尤其在九二一地震之後，有的人更覺得住宅不是追求的夢想，因而寧願「逐水草而居」，以免另一次災害讓住宅成為擺脫不掉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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